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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了 100 余幅漫画，60 余幅

图表、地图

“来，把华北也出卖给你！”一名国民党士兵说
罢，伸手将一名日本浪人拉上岸边，后者企图从海
上一脚跨上中国的大陆。

这是 1933 年 5 月 8 日刊发在《红色中华》第
77 期的一幅漫画，把国民党军阀出卖华北主权、
签订卖国条约的丑恶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

苏区时期的《红色中华》，不仅报道内容丰富，
还刊登了 100 余幅漫画，60 余幅图表、地图，图文
并茂地为苏区读者介绍国内外时局以及苏区的政
治、经济、文化图景。

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研究专家严帆分析
说，报纸要让读者喜爱，除了刊发高质量的新闻稿
件外，离不开优秀的版面设计、美术插图等。

“这些红色漫画，大多采用简朴活泼的形式和
粗犷的线条，内容鲜明、尖锐，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和战斗性。”刘付春研究发现，针对当时群众文化
程度普遍偏低的情况，通俗易懂、简便易行的漫画
成为重要的宣传体裁，以帮助苏区群众理解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红军的主张。

批判的锋芒也毫不留情。苏区时期，少共中央
巡视员郑茂德在于都县巡视工作时，为了找钱“下
馆子”，竟然偷卖了县保卫局的一匹骡子。

此事被揭露后，《红色中华》在第 134 期发表
了一幅《贪污分子郑德茂》漫画，画中戴着五角星
帽子用“办公费”大吃大喝的郑茂德，脑海里正想
着一匹骡子，贪污分子的丑陋形象跃然纸上。

共产党人很早就意识到了绘画人才在宣传活
动中的重要作用。

192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为红四军第九次代
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中，对红军宣传工作做了明
确规定。

“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
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
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

那一时期的苏区，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漫画
作者，代表人物有黄亚光、赵品三、胡烈等，无论是
在中央苏区各地的墙报、传单、标语上，还是在战
壕壁上、防空洞里，都能看到他们的漫画作品。

1933 年 7 月 14 日，《红色中华》第 1 版刊发
潘汉年撰写的社论《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的白色恐
怖》，文章配发黄亚光创作的漫画《打倒屠杀工农
的刽子手——国民党》，画面上的国民党凶手举着
滴血的屠刀，踏着一堆革命群众的尸骨，将国民党
反动派与人民为敌的本性揭露无遗。

为《红色中华》创作漫画只是黄亚光、赵品三
等人的兼职，黄亚光负责过中央政府的出版工作，
他还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钞票和苏区邮票的设
计、绘制专家。

赵品三在当时则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俱乐
部主任，他主持设计了红军军装，今天我们熟悉的
红军“小八角”列宁帽、灰布军装即出自这个漫画
家之手。

在《红色中华》第 203 期，有一张欧洲地图引
人注目，地图下方，几乎以半个版面的文字介绍了
英、法、德、意四个国家的概况，并分析了各个国家
在世界局势当中所起的作用。

“英国是最老的帝国主义国家，地处欧洲的西
部……他对于欧洲大陆的政策是维持各强国的均
势”；

“法国是现在欧洲大陆上最强的帝国主
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是主要的战胜国”；

……
严帆说，这些历经战火幸存下来的漫画、地图

等，生动勾勒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军民
所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反映了苏区广大人民群
众在政治上获得翻身解放后，享受新的文化生活
的迫切愿望。

中缝设置“农业知识”栏目，刊登

“养牛须知”

从创办之初的纯文字版面，到后来漫画、图表
等新样式一应俱全，尽管条件艰苦，尽管没有摄影
图片，《红色中华》的版面设计一直在不断改进创
新，其栏目丰富多彩，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
红色区域建设等，还办有《赤焰》文艺副刊。遇有重
要的革命纪念日或重大的政治斗争事件，还出版
“纪念专号”或“特刊”“号外”。

《红色中华》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宣传和组织
群众，发表对时局看法的主要阵地。其中，社论最
能代表她的宣传方向和舆论导向，博古、周恩来、
张闻天、任弼时、项英等都给《红色中华》撰写过社
论，共计 80 余篇。

“我们在目前的任务：是大大地向外发展；是
发展革命战争，以争取苏维埃更大的发展和胜利。
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严重问题——瘟疫问
题……这是我们应该严重注意的问题，应该立即

解决的问题。”
1932 年 1 月 13 日，《红色中华》发布了第一

条社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这是由苏
维埃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所写。当时的中央苏区
面临敌人围剿，战事频繁。苏区的防疫工作成为当
时紧要之事。

《红色中华》的栏目设置灵活轻巧，常常围绕
当时党的重点工作开设专门栏目，如“突击队”“铁
锤”“铁棍”等栏目，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

1933 年 11 月 26 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在
“铁锤”栏目刊登一篇《强迫命令的乡苏主席》，文
章指出，宁化武层区黄金乡主席黄龙标，竟然用强
迫欺骗的手段“扩红”，骗到了二十余个老头子，结
果闹了一场大笑话。

“铁锤”，栏如其名，批评起来毫不留情。一篇
篇直面矛盾而又有理有据的批评报道，像一记记
重锤，锻打出一个个坚强的党组织。

“《红色中华》堪称是记录苏区风云的百科全
书。”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图书馆档案馆馆长熊轶
欣介绍，《红色中华》在聚焦时政的同时，还力求全
面报道苏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时常刊登小发明、
小知识、小常识，以此便利苏区群众生产生活，如
在第 171 期中缝设了“农业知识”栏目，刊登“养牛
须知”。

那时，邓颖超是《红色中华》的热心读者，也是
一名活跃的撰稿人。她曾在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
局宣传部和组织部干事、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

1933 年 8 月 10 日，《红色中华》创刊 100 期。
为了庆祝“红中”百期刊，她写下了《把“红中”活跃
飞舞到全中国》的祝愿：“‘红中’是从苏维埃与红
军的胜利发展中，生长壮大起来的。从创刊号到百
期刊的过程中，它是在逐渐的改善向前发展进步

着。它的编辑比前活泼……它的发行，由几百几
千而突破了三万，走向着四万，是一个群众化而
得到群众爱护的报纸。”

他们是新闻人，更是冲锋在前

的战士

1930 年冬，王观澜告别莫斯科，结束了三
年多的学习。

第二年八月，毛泽东指明要调他到中央苏
区工作，除了在“一苏”大会秘书处负责宣传工
作，他还参与筹备创办《红色中华》。

那一年，王观澜才 25 岁。他们的办公场所，
只有几张桌子，编辑部仅两三个人，外加两名电
台报务员。

此后担任红中社秘书长的任质斌当时只有
16 岁，他记得当年虽然办公条件简陋，但大家
夜以继日，组稿、写稿、编稿、校稿，很累但心情
舒畅。

“使本报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大家努力
吧。”1931 年 12 月 11 日，《红色中华》创刊号在
“发刊词”中对办报宗旨和任务进行了这样的阐
述，“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
领导作用……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
治……达到全国的胜利。”

从此，这群富有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和红
中社、《红色中华》一起成长，铭刻下一段壮烈
青春。

他们是新闻人，更是冲锋在前的战士。
34 岁的周以栗是《红色中华》第一任主笔，

他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曾在周南女校等当教

师。其间，他认识了徐特立、何叔衡等，并通过他
们认识了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8 年 4 月 15 日，周以栗在开封被捕。敌
人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皮肉。周以栗被折磨得
死去活来，遍体是烧烙的伤痕。

出狱后，周以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中
央苏区。1931 年 11 月，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
员，身兼红军总前委组织部长、红军中央军事政
治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

瑞金的冬天阴雨绵绵，周以栗带病工作，不
久就病倒了。王观澜成为实际的业务主编，直到
1932 年 8 月调离红中社。

“她个头不高，热情活泼，操着四川口音自我
介绍说：‘我叫李伯钊，来采访你’。”这是苏区时期
一位红军将领眼中的红中社早期采编人员风采。

1931 年秋到达中央苏区的李伯钊，是《红
色中华》为数不多的女编辑。虽然她在第二年调
离红中社，任中央红色政权办公室秘书，但依然
坚持为《红色中华》撰稿。

在《红色中华》历任主笔中，有一位主笔的
经历堪称传奇，他的工作涉及司法、检察、民政、
邮电、交通、卫生、财政等多方面。

他叫梁柏台，25 岁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
后，曾在伯力省（今哈巴罗夫斯克）法院担任审
判员，从事革命法律研究和司法工作。

1931 年 9 月，梁柏台到达中央革命根据
地，并参与起草中华苏维埃第一部红色宪法《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成为红色司法开
拓者。

他同时还是一名红色新闻人，从 1932 年 4
月开始担任《红色中华》代理主笔，采写了《今年
选举的初步总结》等稿件。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梁柏台和瞿秋白等
一起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1935 年 3 月，他
在突围中不幸负伤被捕，牺牲时年仅 36 岁。

瞿秋白和梁柏台同年生人，同年被捕，同年
牺牲。

瞿秋白从 20 岁起就患上严重肺病，在主持
红中社的日子里，他常常坚持写稿审稿到深夜。

1935 年 6 月，瞿秋白唱着《国际歌》《红军
歌》，呼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的口号，坦然走向刑场，盘腿坐下，饮弹洒血，慷
慨就义。

大部队长征出发前夕，他曾对战友说：“我
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
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

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对党无比忠诚的生动
写照。

毛泽东同志为《瞿秋白文集》题词时如此赞
扬：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
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
活着，不会死去。

新闻转瞬即逝，历史绵延不绝。
88 年来，先后有 150 多位新华人为党和人

民的事业献出生命，用忠诚与鲜血写就一首首
壮丽的生命赞歌：周以栗、瞿秋白、何云、李竹
如、沈建图、黄作梅、李平、邵云环……

88 年来，新华精神穿越流淌的岁月，融入
新华人的生命，一代代新华人始终践行“对党忠
诚、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新华精
神，记录下时代风云，书写着不朽历史。

致敬！

本报记者惠小勇、蒋作平

在第 20 个记者节到来之际，想起一位新华社
四川分社的前辈记者李绍中同志。想起他默默耕
耘、长期坚守在民生行业的人民情怀，想起他淡泊
名利、对党忠诚、孜孜不倦、深入调研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

李绍中同志 1924 年生于湖北省麻城县，毕业
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6 年 9 月进入新华社
四川分社，直到 1983 年 4 月去世，从事农村报道
26 年多；他深入基层采写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报
道，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关于四川开发利用沼气的
报道，被同事们敬称为“李沼气”。

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初期，为宣传
报道沼气，李绍中走遍了巴蜀大地的山山水水，以
党的新闻工作者所特有的敏感，不遗余力地追踪
四川沼气技术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和经验，写出了
百余篇有影响力的沼气报道。

翻开 1974 年《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四川分
社稿件的剪贴本，1 月 8 日第四版上有两篇李绍
中采写的沼气报道。

一篇是消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物能源
代替柴草和煤炭——四川省许多社队采用土法制
取和利用沼气》。文中写道：一九七○年十月，严重
缺柴的中江县龙台公社第五大队土法制取和利用
沼气的科学实验获得成功。他们的经验在全县推
广后，受到了中共四川省委的重视，认为用沼气这
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物能源来代替柴草和
煤炭，是我国农村燃料史上的根本变革，是一项重
大的技术革新。

另一篇是通讯：《“煮饭不烧柴和炭 点灯不
用油和电”——四川省中江县龙台公社第五大队
利用沼气的调查》。文中写道：龙台公社第五大队
历史上是个缺柴区。以第四生产队为例，在办沼气
之前，七十二户社员中，除了一户篾匠外，家家每
年都缺三四个月燃料，全队每天用于砍柴割草的
劳动力至少二十多个。

两篇稿件均见闻详实、具体生动。如通讯稿中
描写第一口沼气池点火的场景：大家亲眼看到主
人把开关扭开，擦一根火柴往炉子里一点，“嘭”的
一声，十几个“泥足”立即喷出淡蓝色的火焰；主人
又点燃了沼气灯，只见那相当于一百瓦电灯泡的
白光，一下子把屋里照得通明……

《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刊载同一地方有关沼气
工作的两篇经验性报道，与记者长期深耕事关群
众切身利益的一个领域并得到业内认可大有关
系。我们翻阅资料发现，《人民日报》还刊发过李绍
中采写的《综合利用生物能，大力推广农村沼气》

《搞好生物能源的开发利用——沼气科研和建设
的新课题》《一能多用，誉满山乡——四川省绵阳

市农村沼气建设效益调查》等代表性报道。他还采
写了长篇调查《万家灯火凯歌欢》，以及《关键在于
领导的认识和决心》《沼气建设的新情况和新问
题》等一批沼气调研参考报道。

翻阅《四川沼气志》，其中用了整整 3 个页码
介绍“李绍中”。书中记载：“李绍中长期从事农村
采访工作。有一次，他十分激动地谈到川北某县一
农民为了给到他家的县领导烧开水，不得不忍痛
锯房檐当柴烧；有些农民为了应急，砍床脚当柴烧
的事也时有发生；有的地方为了外出找燃料，男女
老少，长途跋渉，日夜奔波，有的甚至摔死、累死。
谈到这些，他无不痛心疾首，深感作为党的宣传工
作者，肩负的责任重大。”

他“从不同角度撰写稿件，及时向中央、向全
国人民反映了四川农村燃料史上的这一重大变
革”。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同志曾对李绍中说：
“你可是中国新闻界沼气宣传报道第一人啊！相信
我国沼气事业发展历史上会留下你的名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日报》1974 年 1 月
8 日刊载的李绍中的沼气报道，正是习近平总书
记在多个场合提及使他萌生了到四川学习办沼气
的两篇报道。

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与习近
平一起去四川考察沼气的北京知青、时任延川县
关庄大队包队干部的黑荫贵回忆说：“ 1974 年 1
月 8 日《人民日报》介绍了四川推广沼气的报道
后，引起了时任延川县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习
近平的关注和兴趣，他产生了到四川学习办沼气、
解决当地缺煤缺柴问题的想法。”

李绍中怀着探索解决群众燃料问题的自觉使
命开展调查研究，写出了信息价值高的报道。而读
了报道的习近平，同样怀着想解决群众燃料困难
的迫切心情，不远千里来到四川开展调查研究。在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当年采访习近
平等人写出《取火记》的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
曹谷溪回忆：“在习近平插队的年月里，他目睹陕

北群众不仅口粮严重不足，连煮饭的柴禾也非
常困难。”“有一年，一个干部下乡在农民家里吃

‘派饭’。面条煮进锅里了，突然无柴可烧，连牛
粪、羊粪都没有了。那女人赶快脱下自己的布鞋
置入灶火口，用力紧拉风箱，终于煮熟了锅中的
面条。我深深理解他试办沼气的良苦用心。”

2016 年 11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
国记协理事会代表时提出，要以“四向四做”为
标准，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重温 45
年前有关沼气报道的故事，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就是，要当好一名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必须树立人民至上的理念，具备与人民群众同
呼吸共命运的情怀，自觉修养为人民群众办实
事的真心。这是坚定“四向四做”的思想基础和
源头。

正是拥有“急群众所急”的强烈为民情怀，
李绍中对工作一直孜孜不倦。据他女儿李晞回
忆：“在我的床前就放着他的书桌，每当夜里我

醒来，常常看见他书桌前的灯还亮着。父亲的书
桌上，摆满了稿纸、采访本，他就在灯下不停写
着。”

李绍中的作风和人品，也深深地影响着他
的家人。1983 年 4 月身患结肠癌的李绍中放心
不下自己倾注心血沉浸多年的沼气报道，在弥
留之际把这件苦差事郑重地交给了他的妻子，
同为新华社记者的欧阳惠筠。

“当时我父亲已经病重了，但他心里还一直
惦记着沼气宣传，他把我母亲叫到了他的病床
前，告诉她‘沼气宣传的接力棒，就交到你手里
了’，然后我母亲满含热泪望着他说‘我会的’。”
李晞告诉我们。

李绍中的夫人——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欧
阳惠筠接过了沼气采访宣传的接力棒，直至她
退休前，农业部沼气研究所举办的每期国际沼
气讲习（培训）班，她都做了采访报道，为中国的
沼气事业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她还
就国内外沼气技术的新进展新突破进行了 10
余年的跟踪采访报道，使利国利民的沼气不断
深入人心。2017 年始，该所积极响应“一带一
路”发展倡议，进一步加大为沿线国家培养沼气
技术人才力度。

通过李绍中夫妇的接力宣传，四川沼气工
作的经验不仅在国内得以推广，而且吸引了联
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德、日、英等 70 多个国
家的专家和代表前来四川学习取经。推动沼气
不仅成为上世纪中国的骄傲，也是新中国向世
界输出的一项科学技术。

如今，随着习近平新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
沼气事业必将在绿色革命、环境革命、厕所革
命、能源革命等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李
绍中并未因沼气报道而获得什么特殊的利益。
他生前默默无闻，几乎未获什么奖项。病重期间
的李绍中还多次向分社党组织递交思想汇报，
并再次亲笔工整书写了入党申请书，希望在临
终前完成他加入党组织的夙愿。终于，在他去世
前三个月，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那天他
欣慰地笑了，还叮嘱家人：“无论你将来从事什
么职业，身处顺境或是逆境，永远不要忘了要努
力工作，报效祖国，永远跟党走！”

寻访往事，我们为李绍中前辈感到欣慰，因
为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内的广大读者的肯定，
就是对他最大的褒奖。他是我们新华社四川分
社的骄傲和自豪，他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
的新闻工作者同样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
必定有我的坚定信念，持之以恒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继承大搞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如
此方可守正创新，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应有的
贡献。

记者节，想起“李沼气”

八十八年，不变的初心使命

▲黄亚光漫画。 ▲欧洲各国介绍。

▲四川中江县上世纪 70 年代的沼气池，当时
吸引国内外数万人参观。 本报记者蒋作平摄

▲ 1974 年 1 月 8 日《人民
日报》刊发李绍中的沼气报道。

▲上世纪 50 年代，李绍中采访归来。
老照片均为本报记者刘坤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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